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度研究
——以东部11省（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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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协同学理论，比较研究东部省（市）“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与产业结构升级”复合系统协调度。结果表明，以2002年为基年，除了上海和江苏，其他省（市）协调度均为正值，呈向有序状态发展；但协调度均值均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仅北京、河北、浙江和福建4个省（市）的均值高于全国水平。通过对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产学研合作对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企业吸收能力、科技基础设施均对协调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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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omposite system model of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for the compound system, measured the degree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sector’s basic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take 2002 as the base year,except Shanghai and Jiangsu,the coordination of other provinces are positive.But the average coordination degree is low,Mean values of 4 provinces of Beijing, Fujian, Zhejiang and Hebei are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level.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dicated that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coordination degree, the level of human resources, absorp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ordinationdegree.
Keywords:basic research;government sector;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coordination degree

0 引言
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的执行主体，在提升区域科技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连接知识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重要桥梁。科研机构能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科技创新政策，拥有良好的科研基础条件设施和高端的科技创新人才。目前我国实施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产业转型升级体系建设，对基础研究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东部11省（市）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度的差异以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深入认识基础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理，加强优化基础研究资源配置，提高基础研究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bookmark: _GoBack]随着学术研究和产业实践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基础研究已从纯学术研究日益增多地转向并服务于应用研究和产业发展，高校、科研机构与产业的互动日益加强[1]。目前国内学者近年来研究针了基础研究投入以及基础研究与产业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关系。一是基础研究投入方面，张米尔等[2]、李振兴等[3]均指出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主体单一,需要实现投入渠道的多元化。方勇等[4]分析了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的分布情况，发现华北、华东地区研发机构保持了更高的增长速度,但在考察期间其基础研究经费支出的区域集中度呈下降趋势。董华等[5]研究诺贝尔科学奖与基础研究人才之间的关系,强调必须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扶植的力度。吴杨等[6]实证研究发现国家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资源分配的行政参与对大学基础研究领军人才缺乏、拔尖人才流失、研究团队建设匮乏等有显著影响。二是基础研究与产业技术创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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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卫平等[7]研究高校和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与效果。杨立岩等[8]研究了基础研究影响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机制,并提出应用技术的增长受基础科学知识制约的观点。严成樑等[9]研究指出基础研究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科研机构R&D 投资规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综上所述，基础研究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普遍认为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存在不合理问题，并且存在地区差异。但关于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关系如何的研究相对缺乏。本研究拟引入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东部省（市）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度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探究基础研究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
1 协调度研究方法
1.1协调度模型
已有研究显示，R&D投入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显著促进作用[10-11]。然而，较高的R&D强度与产业结构的省际不是简单的前者推进或者决定后者的问题，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12]。基于1971年德国理论物理学家哈肯提出的协同学理论，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系统通过基础研究资金和人员投入、创新知识扩散、创新技术转移等各环节实现系统内部的良性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系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需求、产业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产业技术吸收转化和提高产业创新绩效等各环节促进自身系统的升级发展。同时，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来源和重要支撑，通过基础研究的投入和创新水平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而产业结构升级系统通过产业经济效益和对创新技术的迫切需求等影响区域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即两个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作用，实现系统间的协同和有序化发展。协调度就是表征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协同和有序化的程度。两系统在不同时刻的协调发展程度成为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的有效度量。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已被学者运用于科研机构研发、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与经济水平之间协调发展的研究[13-15]。本研究基于协同学的序参量原理和役使原理，采用序参量功效函数协调度模型，考察“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和“产业结构升级”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评价“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和“产业结构升级”复合系统（以下简称“科研机构—产业”复合系统）整体协调度。复合系统协调度的模型参照文献[13]的方法。
1.2 评价指标
科研机构子系统序参量主要采用科研究机构基础研究支出经费和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人年）共2个评价指标。产业子系统序参量指标主要包括3个方面：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高效化指标，数据参照文献[16]，并按照同样计算方法补充测算2013年的数据。上述指标共同构建了综合评价复合系统协调度的指标体系。
1.3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
本研究以东部地区11省（市）为样本，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02-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对涉及经费的数据，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以2013年物价为基准均转化为可比经费进行处理。
2 实证分析
2.1 东部省（市）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的特征分析
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期，东部各省（市）从以前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对产业进行提质增效升级的全面转型，调整科技体制和创新体系，注重促进基础研究从量变到质变跃升。2002—2013年期间，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投入总体持续增加，科研环境条件不断优化，除了北京，其他省（市）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出经费年均增长值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基础研究支出经费环比增长值最高。全国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发展总经费比例的平均水平为11.7%，其中北京、上海、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海南高达36.2%，而天津仅为4.9%；从经费用途的角度比较，多数省（市）基础研究支出经费仍低于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东部省（市）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均值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显得偏低，仅有北京、上海和海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浙江仅为0.030‰。
[image: ]
图1  2002-2013年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出经费情况
2002-2013年期间，东部省（市）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凝聚了一批高水平人才，逐渐形成合理创新梯队，培养了若干优势创新团队。从事基础研究人员持续增长，河北基础研究人员投入环比增长均值高达35.3%，仅上海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各省（市）基础研究人员占研究与发展总人员比例出现波动变化，但总体趋势呈现增长，其中北京、上海、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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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2-2013年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人员投入情况
2.2 东部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性比较
参照罗亚非等[13]的研究方法，测算分析 “科研机构—产业”复合系统的协调度。以2002年为基准年，结果如图3所示。除了上海和江苏，其他省（市）较2002年协调度均为正值，呈向有序状态发展。
由图4可知，各省（市）复合系统协调度处于较低发展水平，北京、河北、浙江和福建4个省（市）的均值高于全国水平。按照协调度值，可划分为3个层次。
第一层次包含北京和河北，协调度值均高于0.5，河北位居第一。河北的基础研究投入体量不及北京、上海、浙江等发达省（市），但基础研究经费和人员投入平稳增长，科研机构子系统和产业子系统有序度高，两个子系统达到高度协调发展水平。北京聚集了中国科学院体系等众多国内一流水平科研机构，基础研究资源优势凸显，科研机构每年的基础研究人员和经费投入量居全国第一。公益科研机构在基础研究、重大共性技术、产业关键性技术等方面全国领先；转制院所的科技创新注重对接市场需求，部分院所已成为行业创新的领头羊[17]。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是北京科技创新的强大驱动力，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强大支撑，科研机构子系统和产业子系统实现协调发展。
第二层次包含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广东、海南和辽宁7个省（市），协调度值均分布在0.4-0.5之间。辽宁在考察期间科研机构子系统的有序度明显优于产业子系统，作为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直是辽宁振兴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应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和产业化方向，进一步增强基础研究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拉动效应。其他6个省（市）的科研机构子系统的有序度均值均低于产业子系统，特别是福建和浙江的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
第三层次包含上海和江苏，协调度值均分布在0.3-0.4之间。科研机构子系统的有序度均值均低于产业子系统。上海在2003—2005年期间连续3年的协调度均为负值，表明科研机构子系统和产业子系统发展不协调，主要是由于这期间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人员和经费投入波动变化，经费投入量明显下降，导致科研机构子系统有序度下降。江苏在2003和2006年间协调度出现负值，考察期间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高度化，但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波动变化频繁，科研机构子系统有序度均值最低（仅为0.199），与产业子系统有序度均值（0.509）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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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东部地区复合系统协调度（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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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1-2012年全国及东部地区子系统协调度均值
东部地区“科研机构—产业”复合系统协调度逐年变化情况如表3所示。福建的协调度保持相对稳定的上升趋势（除了2004年）；东部其他省（市）的协调度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江苏的协调度均值最低，主要是对基础研究的人员和经费投入量未能保持稳步增长。广东是经济大省，其协调度均值低于全国水平，在东部地区位居第六，2005和2013年间其协调度分别出现下降，通过分析子系统数据，发现2004和2005年期间产业高度化指数连续下降，而2013年基础研究人员经费支出相比2012年下降，导致了这期间协调度下降；其他年度的增长幅度偏低，表明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程度缓慢。
表1东部地区复合系统协调度（Ⅱ）
	时间
	全国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海南

	2003
	0.085
	0.099
	0.103
	0.000
	0.215
	-0.032
	-0.078
	0.211
	0.039
	0.099
	0.000
	0.000

	2004
	-0.067
	-0.096
	-0.071
	-0.180
	-0.027
	-0.034
	-0.067
	-0.102
	-0.024
	-0.060
	0.006
	0.000

	2005
	0.080
	0.156
	0.171
	0.179
	0.192
	0.000
	0.169
	-0.054
	0.137
	0.091
	-0.082
	0.061

	2006
	0.123
	-0.025
	-0.156
	0.093
	0.097
	0.130
	-0.172
	0.119
	0.127
	0.100
	0.079
	0.173

	2007
	0.097
	0.108
	0.089
	-0.017
	-0.048
	0.100
	0.086
	0.190
	0.102
	0.045
	0.123
	0.055

	2008
	0.055
	0.042
	0.238
	0.079
	-0.108
	0.271
	0.098
	-0.077
	0.064
	0.065
	0.040
	-0.059

	2009
	0.096
	0.069
	-0.224
	0.113
	0.142
	-0.133
	-0.032
	0.054
	0.167
	0.114
	0.151
	0.120

	2010
	0.085
	0.160
	-0.204
	0.133
	-0.168
	-0.053
	-0.145
	0.240
	0.083
	-0.037
	0.043
	0.109

	2011
	0.102
	0.091
	0.154
	0.163
	-0.110
	0.093
	0.089
	-0.100
	0.015
	0.166
	0.093
	0.134

	2012
	0.086
	0.031
	0.012
	-0.043
	0.501
	0.133
	-0.024
	0.133
	0.063
	0.096
	0.143
	0.064

	2013
	0.089
	0.061
	0.205
	-0.113
	-0.071
	-0.133
	0.248
	0.082
	0.106
	0.083
	-0.058
	-0.252

	均值
	0.076
	0.063
	0.029
	0.037
	0.056
	0.031
	0.016
	0.063
	0.080
	0.069
	0.049
	0.037


3 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前文分析，需进一步考察影响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度主要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
3.1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协调度（CD），采用以2002年为基准年测算的“科研机构—产业”复合系统协调度。
（2）解释变量
产学研合作（IURC）。申俊喜[18]、樊霞等[19]研究指出产学研合可促进知识与技术转移和产业研发创新。产学研合作有利于基础研究知识向产业结构升级转移，提高成果转化效率。本研究采用科研机构R&D经费筹集中企业资金所占比重作为产学研合作代理指标。
人力资本水平（HR）。Benhabib[20]、陈建军等[21]提出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换。因此，基础研究作为技术创新的源泉，人力资本水平可能影响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调发展。参照樊纲等[22]的研究方法，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代理指标，即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文化程度就业人口比重×6年+初中文化程度就业人口比重×9年+高中文化程度就业人口比重×12年+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躭业人口比重×16年。
企业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企业识别、消化、整合和利用外部新知识进行科技创新的能力[23]。产业TFP增长既取决于本产业的创新能力，也取决于产业对前沿技术的吸收能力[24]。企业吸收能力提升有利于促进技术扩散，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和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考虑现有统计数据的实际，采用高技术产业企业研发机构数（INS）和高技术产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TTE）2个变量作为企业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
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国家实验室等科研机构是相关创新主体引进、模仿、消化和吸收外来先进技术的物质条件和技能基础[25]。科技基础设施是提升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是基础研究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载体和平台。本研究将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中的固定资产购建费作为科技物力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余下经费衡量科技财力资源。科技知识基础设施以科研机构和企业专利申请数代表新知识进行测量。参照李平等[24]的研究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处理。
3.2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为考察协调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为克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和减少面板数据的异方差，选取两步GMM方法估计计量模型。对各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lnHR、lnTTE、lnINS、lnRES、lnMI、lnFI和lnKI相互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为避免这些变量同时加入模型中产生共线性问题，设置了不同模型以观察各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选取相关解释变量滞后一阶及二阶作为工具变量，并依次进行内生性检验、弱识别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表2是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各模型均拒绝了内生性检验的原假设，即模型中存在内生解释变量，应该采用GMM方法。弱识别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表明，所选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表2 面板数据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ß0
	-0.9650
（0.84）
	-0.0980
（-0.39）
	0..3253
（1.54）
	-1.0212*
（-1.92）
	-0.8346
（-1.80）
	-0.5779*
（-1.65）

	IURC
	-8.3786*
（-1.81）
	-14.5308
（-1.57）
	-10.1814**
（-2.48）
	-10.5233**
（-2.26）
	-9.3049**（-2.50）
	-9.9533**
（-2.48）

	lnHR
	0.6256***（3.01）
	
	
	
	
	

	lnTTE
	
	0. .1187*
（1.69）
	
	
	
	

	lnINS
	
	
	0.1316***
（3.02）
	
	
	

	lnMI
	
	
	
	0.1324***
（2.65）
	
	

	lnFI
	
	
	
	
	0.1088***
（3.08）
	

	lnKI
	
	
	
	
	
	0.1313***
（3.31）

	R2
	0.1606
	0.1481
	0.2170
	0.1347
	0.1063
	0.2098

	内生性检验
	53.62***
	47.34***
	39.40***
	63.20***
	59.93***
	59.02***

	弱识别检验
	793.763***
	365.674***
	516.315***
	401.731***
	492.078***
	462.005***

	过度识别检验
	0.021219
	0.105378
	0.087212
	0.115537
	0.107956
	0.159353


由回归结果可知，除模型（2）外，其他模型结果均表明产学研合作对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是由于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建立的产学研合作关系注重在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领域的深入融合，而忽视了将基础研究与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结合起来开展相关合作。人力资本水平对协调度产生积极促进效应，与预期相符合，且其影响系数最高，说明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高技术产业企业办研发机构数和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改造经费支出对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发展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东部省（市）企业吸收能力积极促进协调度的提高；以科技物力基础设施、科技财力基础设施和科技知识基础设施3个变量作为科技基础设施的代理指标，均对协调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现有的科技基础设施有利于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与产业实现结构升级的需求相结合，推进两个子系统之间创新要素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创新等各环节的优势互补和高度协调发展，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是提高科研机构基础研究实力和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进程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障。
4 结论和建议
通过构建“科研机构—产业”复合系统协调度评价指标，比较研究东部省（市）的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现状，发现除了上海和江苏，其他省（市）较2002年协调度均为正值，呈向有序状态发展，但协调度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仅北京、河北、浙江和福建4个省（市）的均值高于全国水平；产学研合作对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企业吸收能力、科技基础设施均对协调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如下：
（1）适当调控“科研机构—产业”复合系统协调度的稳态发展。围绕东部各省（市）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利用科研机构是基础研究活动主阵地的现有优势，进一步强化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撑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的导向，注重知识创新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双重效果，做好基础研究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衔接，建立完善的引导政策和制度，健全基础研究资助体系。同时，鼓励科研机构立足东部各省（市）的经济特色和产业发展需求，基于自身的特色优势领域确定基础研究发展模式和目标，促进不同类型科研机构的差异化发展。
（2）提高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合理调整研究与发展经费用途，结合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解决的基础前沿问题，提高基础研究经费所占比重；优化财政科技支出的结构，提高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稳定增加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形成逐年增长的稳定支持机制，保障科研机构开展基础研究活动正常运转。加强与中央财政资金的联动，发挥东部省（市）地方自然科学基金的导向和协调作用，引导科研机构重视产业结构升级共性关键技术问题的探索，以及对高水平创新人才的培育，支持科研机构承担具有前沿性、战略性的产业核心技术基础研究工作。合理分配基础研究资源，优化各类支撑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研究平台（如各类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的布局和建设，致力打造高端基础研究平台；结合产业转移升级发展，加强对相对欠发达地区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扶持。遵循基础研究科研活动规律，完善基础研究经费开支范围，运用绩效支出调动基础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提高基础研究经费使用效益。
（3）打通科研机构与产业实际应用之间的通道。突破传统发展的思维模式，加强科研机构与高校、企业等基础研究主体的高效合作和互动，推动科研机构广泛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提高区域和国际基础研究投入要素的整合水平；增强科研机构参与产学研创新的协同水平，深化科研机构与企业的合作，以共建产业技术研发平台、产业创新联盟和地方研究院为纽带，提升企业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吸收能力，促进基础研究与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的融合交汇。搭建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与市场、企业对话的平台，降低科技创新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创新风险。
（4）提升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支撑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注重培养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高层次创新人才，积极引进学科领域顶级科学家、高端学术团队和青年拔尖人才，在实施人才工程过程中突出对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与产业联系紧密的人才的选拔，创新高层次人才经费支持模式，创建良好创新环境，释放基础研究人才的创新活力。强化金融支持创新政策，引导和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特别要强化企业对科研机构基础研究成果的承接和转化能力，形成多渠道、全链条支持科研机构基础研究的格局。深化科研机构内部对基础研究的科研评价体系改革，改变以往仅对从事基础研究注重其论文及引用情况考核的方式，侧重基础研究支撑产业结构升级的绩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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